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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《鹿鸣》作为 《诗经》“四始”之一，在经学中有着重要地位。毛传、郑笺虽
然都以小序“忠臣尽心”解诗，但对“忠臣”的理解有着儒法之异。毛传之解基本贴切经文，
其最大的败笔是以“至道”解“周行”，违背了经文用语的语言学意义。而其所释全诗主旨在
于君以宾之位待群臣，群臣方以臣之分报君。这就意味着君不以一己之智治国，而是尊重群
臣、倚仗群臣治国，由此必然导向虚君。郑玄则竭力将赴宴者区分为嘉宾与群臣，由群臣招呼
贤者成为嘉宾，并置之周之列位。于是在郑玄的经义中，只允许存在君臣之分，绝不容有非臣
之宾师，乃是一绝对的君尊臣卑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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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百年来，对于《诗经》的阐释是以反传统、反礼教为主流，将大量诗篇解为民歌、情诗。如有
学者通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，认为鹿作为阴性类比物是婚姻与爱情的象征，所以 《鹿鸣》之本意乃描
写一场君王与神妓求子的通灵幽会。① 但是这些所谓诗之 “本意” “原意”，并未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
主脉，因此对于所谓“原意”的追求，不但不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传统文化，反而会加剧对于传统文
化的误解。要深入理解《诗经》与传统文化主脉的血肉关联，依然要立足毛传、郑笺，因为把握传统
经学中《诗经》之主旨如何被解读出来的过程比追究 《诗经》的原意更为重要。本文即以 《诗经·小
雅·鹿鸣》② 为例，通过比较毛传、郑笺释义之歧异，探讨毛、郑如何通过训诂构建经义。
一 “群臣”“嘉宾”
《小序》云:“《鹿鸣》，燕群臣嘉宾也。既饮食之，又实币帛筐篚，以将其厚意，然后忠臣嘉宾得
尽其心矣。”其中 “燕群臣嘉宾也”一句值得一问:究竟是燕 “群臣”和 “嘉宾”，还是 “群臣”即
“嘉宾”?孔颖达疏曰:“言群臣嘉宾者，群臣，君所飨燕，则谓之宾。序发首云 ‘燕群臣’，则此诗为
燕群臣而作。经无群臣之文，然则序之群臣，则经之嘉宾，一矣。故群臣嘉宾并言之，明群臣亦为嘉宾
也。……经、序同云嘉宾，不得不为群臣，则序之‘嘉宾’亦为群臣明矣。且序云‘尽心’，传曰 ‘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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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’，是己之臣子可知。”据孔疏，“群臣”“嘉宾”为一，故《小序》此语可标点为:“《鹿鸣》，燕群
臣，嘉宾也。”乃以“嘉宾”释“群臣”。此为毛传义。“嘉宾”何以为“群臣”?因为毛传将诗释为君
以宾礼宴群臣。故孔疏又云:“案 《燕礼》云 ‘大夫为宾’，则宾唯一人而已。而云群臣皆为嘉宾者，
燕礼于客之内立一人为宾，使宰夫为主，与之对行礼耳。其实君设酒殽，群臣皆在，君为之主，群臣总
为宾也。”
郑玄则在《仪礼注》中把《鹿鸣》与飨燕外宾的礼仪联系起来，引入了四方之宾，而以燕群臣与燕
四方之宾在礼仪上除了后者君王会亲自出迎之外别无二致。若据郑义，则以“群臣”“嘉宾”为二，“群
臣”为本国之臣，“嘉宾”为外来之贤，而《小序》“燕群臣嘉宾也”当标点为“燕群臣、嘉宾也”。
而孔疏云:“知序之嘉宾，不唯指四方之宾者，以此诗为燕群臣而作，经、序同云嘉宾，不得不为
群臣，则序之嘉宾亦为群臣明矣。且序云‘尽心’，传曰‘竭力’，是己之臣子可知。”此为孔疏据毛驳
郑，但又依违于毛、郑之间。据毛则“群臣”必为“嘉宾”，依郑则“嘉宾”为“四方之宾”。故孔疏言
“嘉宾不唯指四方之宾”，是以“嘉宾”包含毛之“群臣”与郑之“四方之宾”，可谓欲两全而反两失。
二 “呦呦鹿鸣”
《鹿鸣》第一章第一句云: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”毛传曰:“兴也。苹，蓱也。鹿得蓱，呦呦然
鸣而相呼，恳诚发乎中。以兴嘉乐宾客，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。”孔疏云:“毛以为，呦呦然为声
者，乃是鹿鸣。所以为此声者，鸣而相呼，食野中之苹草。言鹿既得苹草，有恳笃诚实之心发于中，相
呼而共食。以兴文王既有酒食，亦有恳笃诚实之心发于中，召其臣下而共行飨燕之礼以致之。”毛传释
此句的核心在于，以发声招呼者为文王，故来赴宴之嘉宾即群臣，是以君臣为主宾。孔疏进一步阐释
道:“恳诚发乎中者，以鹿无外貌矫饰之情，得草相呼，出自中心，是其恳诚也。必取恳诚为兴者，人
君富有一国，位绝群下，礼有飨燕之道，公法不得不设，忠诚嘉乐实为至少，故取恳诚以为喻。言嘉乐
宾客，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。言人君嘉善爱乐其宾客，而为设酒食，亦当如鹿有恳诚，自相招呼其臣
子，以成飨食燕饮之礼焉。以鹿呼同类，犹君呼臣子也。《定本》‘成礼’作‘盛礼’也①。”
孔疏又云:“或以为两鹿相呼，喻两臣相招，谓群臣相呼，以成君礼，斯不然矣。此诗主美君恳诚
于臣，非美臣相于恳诚也。若君有酒食，臣自相呼，财非己费，何恳诚之有?故郑 《驳异义》解此诗
之意云:‘君有酒食，欲与群臣嘉宾燕乐之，如鹿得苹草，以为美食，呦呦然鸣，相呼以款诚之意尽于
此耳。’据此是君召臣，明矣。”孔疏于申毛之后，乃继之以驳郑。“或以为两鹿相呼，喻两臣相招，谓
群臣相呼，以成君礼”，这是对经文的另一种理解。胡承珙云:“据疏，此驳必是许称经师旧说如疏所
云‘或以为两鹿相呼，喻两臣相招，谓群臣相呼，以成君礼’者，与毛异义，实不如毛义之长。”② 皮
锡瑞则云:“此条 《异议》不传，疑许君同或说，以为两鹿相呼喻两臣相招，故郑以君有酒食驳之。”③
此虽非郑笺，但与郑笺同义。郑玄将群臣分为两批人，一批是朝堂之上已在周之列位之臣，另一批是尚
未进入周之列位的贤人，即四方宾客。《诗笺》与《驳五经异义》的歧异，是郑玄在不同时期中观点的
变化，所在多有，不足为奇。孔颖达引郑玄之说以反驳两臣相招之说，但他完全没有论证，所引材料也
不确切，所以这样的反驳其实是无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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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连原文的“也”字一起，就成了“盛礼也也”。故此“也”字是孔疏的断语，当置于引号之外。
胡承珙:《毛诗后笺》(上) ，黄山书社，1999，第 736 页。
皮锡瑞:《驳五经异议疏证》，中华书局，2014，第 592 页。
三 “示我周行”
《鹿鸣》第一章第三句云:“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”毛传云:“周，至。行，道也。”孔疏曰:“嘉
宾皆爱好我，以敬宾如是，乃输诚矣，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。” “周”有 “周备” “圆周” “周密”
“周济”四义，“至”有“到达”“极致”二义，均不相侔。因此，毛传所释并无语言学根据。① “行，
道也”，是采“行”的名词本意———十字路口以表示道路，当读为 xíng (阳平) ，可谓常训。但是毛传
实际上是将“道”理解为“大道”“天道”，是偷换概念，与“行”没有关联。近年出土竹书 《孔子诗
论》，其论《鹿鸣》有“以道交”(第 23 简)之语②，遂有学者以之与此句 “周行”毛传释为 “周道”
相比拟③，如是则可谓毛传远有其源。但是此未必然。一则《孔子诗论》所据诗文是否与今本一致，殊
难确定。二则即便以《孔子诗论》与今本相较，是否必然对应于 “周行”一语，亦属难言。如陈桐生
就以为此乃与第二章“君子是则是效”相对应:“此即竹简所说的按照礼仪法则 (以道)表示友善。”④
俞志慧则认为此乃指第二章之 “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”而言:“《左传·昭公十年》鲁臧武仲评季平子
杀人以祭，引此诗‘德音孔昭，视民不恌”，杜预《集解》:‘恌，偷也，言明德君子必爱民。’臧武仲
正以有道君主以德政示民作对比。郑 《笺》:‘视，古示字。先王之德教甚明，可以示天下之民，使之
不愉 (偷，苟且)于礼义。’此皆可为简文 ‘道’之具体化。”⑤ 更何况即便毛传前有所本，也不能等
同于释义正确。
郑笺云:“‘示’当作‘寘’，寘，置也。周行，周之列位也。好，犹善也。人有以德善我者，我则
置之于周之列位。言己维贤是用。”孔疏云:“郑唯下二句为异。言己所以召臣燕食、瑟笙币帛爱厚之
者，由己臣下之贤，所宜燕飨。所以然者，以本己用官之法，要须人之以德善我者，我则置之于我周之
列位。非善不用，维贤是与，故臣下皆贤，己由是当享食之。”“用官之法”之释进入了郑玄解经的中
心，而这表明，郑笺对 《鹿鸣》处理的核心就在 “维贤是用”。郑玄以群臣在文王燕飨之时，招呼贤
人，共同前往，于是文王乃以宾礼燕贤，并将贤人置之于周之列位。这一解释在经文中全无根据，而郑
玄对经意的训释、曲解乃至改造全都是围绕这一核心。
郑笺将“周行”解作“周之列位”，是把 “周”直接解作名词周朝，就当时而言还是周国，因此
“行”读为 háng (阳平)。胡承珙评论道:“郑注 《礼记·淄衣》引 《诗》以为 ‘示我忠信之道’，注
《乡饮酒》《燕礼》云 ‘嘉宾示我以善道’。此皆在笺 《诗》之先，当是用三家 《诗》说，正与毛合。
至作笺时，乃泥于《卷耳》之训，概以 ‘周行’为列位，不知 ‘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’乃导情通款、
冀闻善言之意，与次章相应。 ‘德音孔昭’，则所示 ‘周行’之实也。必谓本其所用皆贤，故当飨食，
取义迂曲，似非诗旨。”⑥ 把“示”改为 “寘”，表面上看是郑玄认为两字音近而误，实际上是基于对
83 《哲学动态》2018 年第 5 期
①
②
③
④
⑤
⑥
张丰乾兄曾面告，《说文》二上《口部》“周”古文从“及”，可证“周”有“及”“至”义。今按段注:“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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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，第 28 页;刘信芳:《孔子诗论述学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03，第 231 页;梁锡锋:《郑玄以
礼笺〈诗〉研究》，学苑出版社，2005，第 2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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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周行”的理解不同，必须把 “示”改掉。在 “以德善我”一句中， “善”显然是形容词使动用法，
“使 (我)善”，则“好”相应地也必须读为上声，作形容词。但是形容词 “好”是表判断的，不具备
“善”的道德意味。
孔疏云:“《中庸》云:‘治国其如示诸掌。’注云:‘示读如 “寘之河干”之寘。寘，置也。’是
示、寘声相近，故误为示也。言以德善我者，谓贤人有德，以德能辅君，使之迁善。是以德施善于我，
我则置之于周之列位。言己维贤是用，不间其亲疏①，朝无不贤之臣，故所飨燕而乐之也。易传者，
以其上下皆曰嘉宾，此独言人，明有异也。又 《大东》《卷耳》并有周行之文，皆为周之列位，此不
得异。且下云 ‘视民不恌’，乃作 ‘视’字，此则为 ‘示’，明其不同。古者寘、示同读，故改从寘
也。且此篇圣君贤臣讲道之乐，观其垂法，道教弘深，非直燕曰诂言而已。明是据今嘉宾本其贤德，
由其先有善德，置之于官。缘此皆贤，所以燕飨。此章本其贤，二章言其法，上下相副，于义为长，
故易传也。”这是在论述郑笺如何改 “示”为 “寘”，论据有三个方面:一是示、寘音近可通;二是
就意义上讲，“以德善我者，我则置之周之列位”，可以视为理校;三是结合后文来看，“显示”的意
义是用 “视”字来承载的，所以 “示”应当承载了其他语义。仔细考虑会发现这些论述没有哪一点
是理由充分的，都只是提供了这种解释成立的可能性而已。这很好地体现了经学的制作其实更多取决
于观点而非论证。
另外，孔疏所谓“非善不用，维贤是与，故臣下皆贤，己由是当享食之”，前二句基于郑笺，后二
句则将郑笺置入毛传框架中，仍然竭力维持君所燕之嘉宾即是群臣，而非嘉宾与群臣为二。
四 “德音孔昭”
《鹿鸣》第二章第二三两句云:“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。视民不恌，君子是则是效。”此处很自然地
引出了“德音”的所属问题。毛传以不解解之，没有专门给出注释，意味着作者认为文句没有文字之
外的意义，所以“德音”应当属于嘉宾。
郑笺云:“德音，先王道德之教也。孔，甚。昭，明也。视，古示字也。饮酒之礼，于旅也语，嘉
宾之语先王德教甚明。可以示天下之民，使之不愉于礼义。是乃君子所法效，言其贤也。”“饮酒之礼”
以下的标点，北大本、《儒藏》本、上古本均标点为 “饮酒之礼，于旅也语。嘉宾之语先王德教甚明，
可以示天下之民，使之不愉于礼义。”细绎郑笺，“饮酒之礼，于旅也语”是以礼说诗，为将 “我有嘉
宾，德音孔昭”解为“嘉宾之语先王德教甚明”寻求礼制支撑。所以两者之间不应用句号割断。“可以
示天下之民，使之不愉于礼义”则是对下句“视民不恌，君子是则是效”的解释，应标点为单独一句。
郑玄认为“德音”虽由嘉宾所发，但根本上是属于先王的 “道德之教”。这就改变了 “德音”的归属，
又将“德音”的内涵由“道德之音”改为“道德之教之音”以应先王。孔疏释经曰:“言文王有酒殽，
以召臣下。臣下既来。我有嘉宾，既共燕乐。至于旅酬之时，语先王道德之音甚明。以此嘉宾所语示
民，民皆象之，不愉薄于礼义。又此宾之德音，不但可示民而已，是乃君子于是法则之，于是仿效
之。”这一说法完全用郑玄意。
孔疏又释郑笺曰:“‘饮酒之礼，于旅也语’者，《乡射记》曰:‘古者于旅也语。’注云:‘言礼成
乐备，乃可以言语先王礼乐之道。疾今人慢于礼乐之盛，言语无节。’是饮酒之礼，至旅酬之礼而语先
王之道也。言嘉宾于旅之节，语先王之德教甚明，可以示天下之民，使不愉薄礼义。愉音臾，《说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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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此处北大、上古本均点做句号，《儒藏》本为逗号。今按:此语前后两个分句乃是因果承接，当为逗号。
训为薄也。昭十年《左传》引此诗，服虔亦云‘示民不愉薄’，是也。《定本》作 ‘偷’。若然①，《乡
饮酒礼》注皆云:‘嘉宾既来，示我以善道，又乐嘉宾有孔昭之明德可则效也。’以德音自宾之明德，
非先王之德教，及示我善道②。不与上笺同者，以注 《礼》时未为 《诗》笺，故同旧说，以周行为至
道。至注《诗》后，更为别解其‘德音孔昭’。据此，论燕宜为旅时语古也，故为先王道德之音。其宾
能语先王之德音，即是宾有孔昭之明德。何者?非孔昭之明德者，不能语先王德教，使之甚明也。”其
中“不与上笺同者，以注《礼》时未为 《诗》笺，故同旧说，以周行为至道。至注 《诗》后，更为别
解其‘德音孔昭’”，此旧说明显指毛传。故 “德音”之所属，毛传无注而有解，而孔疏以郑注 《礼》
同毛传，笺《诗》乃“更为别解”。
这里，郑玄依然是以礼解经，故引入 “旅酬之礼”。 《鹿鸣》 “旅酬之礼”是燕饮之礼的一部分，
以年辈为序，先辈向后辈祝酒并称颂先王之德。但实际上，旅酬不见于 《鹿鸣》，郑玄是为了引入先王
之德，把德音归属于先王，才引述旅酬之礼作为中介。旅酬之礼，见 《仪礼·乡饮酒礼》:“司正升相
旅。曰:某子受酬，受酬者降席。”郑注:“旅，序也。于是介酬众宾，众宾又以次序相酬。某者，众
宾姓也。同姓，则以伯仲别之，又同，则以且字别之。”(《仪礼注疏》)《礼记·中庸》也云:“旅酬下
为上，所以逮贱也。”旅酬是由最长者向次长者语先王之德，然后次长者将最长者所语先王之德向又次
者转述，以此类推，逐一转述，直至最为卑幼者。从严格的礼仪来说，旅酬之礼只能满足郑笺将 “德”
理解为“道德之教”，归属于先王，却与郑笺解诗将赴宴者二分，由嘉宾向群臣语先王之德，显然不符。
《仪礼·大射》云:“乃歌《鹿鸣》，三终”，郑注:“《鹿鸣》，《小雅》篇也。人君与臣下及四方
之宾燕，讲道修政之乐歌也。言已有旨酒，以召嘉宾，与之饮者，乐嘉宾之来，示我以善道，又乐嘉宾
有孔昭之明德可则效也。”(《仪礼注疏》)此将 “臣下”与 “四方之宾”二分，但是仍以 “孔昭之明
德”属于嘉宾，于是“嘉宾之来示我以善道”便在经文中没有着落。孔疏所言“论燕宜为旅时语古也，
故为先王道德之音。其宾能语先王之德音，即是宾有孔昭之明德。何者?非孔昭之明德者，不能语先王
德教，使之甚明也。”乃本于郑注，但其改为推论式，较郑注并列式高明，不但照顾了 《诗笺》所言
“是乃君子所法效，言其贤也”，而且还较好地调和了毛、郑。
五 毛、郑之经义建构
毛传基本贴切经文，最大的败笔是以“至道”解“周行”，违背了经文用语的语言学意义。其所释
全诗主旨乃在于《小序》所言 “忠臣尽心”，即君以宾礼燕群臣，以群臣为嘉宾，于是群臣感恩而尽
忠;而明君不以臣之位待群臣，群臣方以臣之分报君。《论语·八佾》云:“定公问:‘君使臣，臣事
君，如之何?’孔子对曰:‘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’”此正毛传所释之义。《孔丛子·记义》载孔
子曰:“于《鹿鸣》见君臣之有礼也。”可谓切中肯綮。《潜夫论·班禄》云:“忽养贤而《鹿鸣》思”，
汪继培注曰:“此后所述 《诗》义，皆与毛传异，盖本三家之说。”这是指三家诗与毛传有美刺之异，
但就对诗义的基本理解来看，正如林义光所说: “《鹿鸣》一诗无论为美为刺，而诗之所言要皆养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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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《定本》作‘偷’。若然”，《儒藏》本如此标点，北大本、上古本标点作“定本作‘偷若然’”，且出校曰:
“‘偷若然’原作‘愉者然’，按阮校:‘“愉”当作“偷”，见上。“者”当作“若”，属“然”字，别为句。’据改。”
“偷若然”不辞，且阮已明言“若属然字，别为句”，今从《儒藏》本。
“以德音自宾之明德，非先王之德教，及示我善道。”北大本、《儒藏》本、上古本标点均误作“以德音自宾之
明德，非先王之德教。及示我善道，不与上笺同者”。孔疏引《乡饮酒礼》注之后，对郑注作出解说，故当以“以德音
自宾之明德，非先王之德教，及示我善道”为一句。其下即进而疏解郑注礼与笺诗何以歧异，故更改标点如是。
之意。”①
在上古政治制度中，“宾”与 “臣”地位迥然不同。《白虎通德论·王者不臣》云:“不臣二王之
后者，尊先王，通天下之三统也。《诗》云 ‘有客有客，亦白其马’，谓微子朝周也。《尚书》曰 ‘虞
宾在位’，不臣丹朱也。”据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乐毅《报燕惠王书》:“先王过举，厕之宾客之中，立
之群臣之上。”可见宾客高于群臣。李樗曰:“‘序’则兼言群臣嘉宾，而诗中皆以嘉宾而言者，孟子
曰:‘用下敬上谓之贵贵，用上敬下谓之尊贤。’贵贵尊贤，其义一也。人君之于臣，既有尊贤之义，
至其燕享也，则谓之宾，所以敬下也。舜尚见帝，帝馆甥于贰室，亦飨舜，迭为宾主，尧之于舜而为宾
主之礼，则知古者之于人臣，其燕之时，皆有宾主之礼也。”② 由于先秦制度文献书缺有间，我们不妨
取汉制相参。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五:“皇子封王，其郡为国，每置傅一人，相一人，皆二千石。”本注
曰:“傅主导王以善，礼如师，不臣也。”(《后汉书》)此虽汉制，且仅对诸侯王而非天子，但仍有先
秦旧制之影，尤为儒者所力主。《礼记·儒行》载孔子曰:“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。”《孟子·
公孙丑下》载孟子曰:“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，欲有谋焉则就之，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不
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。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
霸。”《荀子·尧问》载吴起引申公巫臣曰:“诸侯自为得师者王，得友者霸，得疑者存，自为谋而莫己
若者亡。”可见“宾”则不臣，其实质是君以臣为师。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中记载，文帝窦皇后兄弟长
君、少君贵盛，“绛侯、灌将军等曰:‘吾属不死，命乃且县此两人。两人所出微，不可不为择师傅宾
客，又复效吕氏大事也。’于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。窦长君、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尊
贵骄人。”其中“师傅宾客”，“师傅”即 “宾客”，乃以 “长者士之有节行者”为 “师傅”而待之以
“宾客”之礼。许嵩《建康实录》载宋世祖孝武皇帝孝建元年诏中书录事参军周郎献谠言曰:“帝王子、
帝弟，何必长史参军，但宜置宾师傅官以辅之。”③ 明确以皇子 “傅官”为 “宾师”。伪申培 《诗说》
曰:“《鹿鸣》，天子燕宾师之歌。盖《鹿鸣》《伐木》《菁莪》《隰桑》皆燕贤者而词有重轻，敬有隆
杀，所谓尊贤之等也。三章皆以鹿鸣起兴而赋之。”④ 此书虽伪⑤，然斯言不可废。毛传以 《鹿鸣》为
文王燕群臣。文王为政乃是 “询于八虞，而咨于二虢，度于闳夭，而谋于南宫，诹于蔡原，而访于辛
尹，重之以周召毕荣，亿宁百神，而柔和万民。”(《国语·晋语》)此正不臣而师之之义。这就意味着
君不以一己之智治国，而是尊重群臣，倚仗群臣治国，由此必然导向虚君。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曰:
“惠于宗公”，郑笺云:“惠，顺也。宗公，大臣也。文王为政，咨于大臣，顺而行之。”可见郑玄完全
明了“宾师”之义。
但郑笺多处改易毛传: (1)毛以经文 “嘉宾”即 “群臣”，两者一体，对群臣行宾礼，故曰 “嘉
宾”。郑则以“嘉宾”与“群臣”为二，但是经文中并无 “嘉宾”之外的 “群臣”出场。(2) “呦呦
鹿鸣，食野之苹”，毛传以君召臣，郑笺则以臣召宾。(3)“人之好我”，毛读 “好”如字，郑笺改呼
报反、去声，释其义为“善”。(4)“示我周行”，“示”，毛传如字，郑笺改 “寘”。“周行”，毛传释
为“至道”，郑笺改“周之列位”。(5)“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”，毛传以“德音”属嘉宾，郑笺引入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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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点有改动。
参见张心澂: 《伪书通考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8，第 257 页;黄云眉: 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，齐鲁书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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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之礼，改为嘉宾向群臣述先王之德，于是 “德音”属先王;并且为了更切合先王的身份，将德音改
释为“道德之教”。从表面看来，郑玄的目的在于以“维贤是用”为全诗主旨。为此，郑笺竭尽全力将
赴宴者区分为“嘉宾”与“群臣”，由群臣招呼贤者成为嘉宾，并置之周之列位，此旨与汉魏之际寒族
渴望晋身的趋势相符，但是对经文语句的理解并不融洽。
在东周时代，随着周礼崩颓，君主专制确立起来。邹昌林即认为中国专制制度始于春秋晋国卿大夫
之家臣:“卿大夫与家臣之关系，实际是专制之关系，卿大夫为君，家臣为仆从，卿大夫有独断专行之
大权，家臣则只有听命执行之权力。”①《仪礼·丧服》斩衰章云:“君”，传曰:“君，至尊也。”郑注:
“天子、诸侯，及卿大夫有地者，皆曰君。”(《仪礼注疏》)可见，卿大夫只要有土地人民，也被视为
君，于诸侯有不纯臣之义。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，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，令尹子西曰:
“今孔丘述三五之法，明周召之业，王若用之，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?夫文王在丰，武王在
镐，百里之君，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据土壤，贤弟子为佐，非楚之福也。”昭王乃止。在时人看来，卿
大夫与家臣这两种不同的臣判然有别。齐崔杼弒庄公，晏子不死，曰: “君民者，岂以陵民?社稷是
主。臣君者，岂为其口实，社稷是养。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，为社稷亡则亡之;若为己死而为己亡，非
其私昵，谁敢任之?”(《春秋左传注疏》)晏子为有采邑的卿大夫，不是国君的亲近私臣，故只死社稷
而不死国君。《国语·晋语》载，晋灭鼓，“鼓子之臣曰夙沙厘，以其孥行。军吏执之，辞曰:‘我君是
事，非事土也。名曰君臣，岂曰土臣?今君实迁，臣何赖于鼓?’穆子召之，曰:‘鼓有君矣，尔心事
君，吾定而禄爵。’对曰:‘臣委质于狄之鼓，未委质于晋之鼓也。臣闻之，委质为臣，无有二心。委
质而策死，古之法也。君有烈名，臣无叛质。敢即私利以烦司寇而乱旧法?其若不虞何!’穆子叹而谓
其左右曰:‘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?’乃使行。”夙沙厘是鼓君的私臣，所以自认为 “君臣”而非
“土臣”，因此铁了心跟随鼓君私人。
战国之后，封建之臣逐渐消失，但是宾与臣之礼仍有区别。顾炎武 《日知录》卷八 “君有馈焉曰
献”条曰:“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，使焉曰寡君，示不纯臣之道也。故哀公执挚以见周丰，而老
莱子之于楚王自称曰仆。盖古之人君有所不臣，故九经之序先尊贤而后敬大臣。尊贤其所不臣者也。”②
《吕氏春秋·下贤》云: “魏文侯见段干木，立倦而不敢息。反见翟黄，踞于堂而与之言，翟黄不说。
文侯曰:‘段干木官之则不肯，禄之则不受;今女欲官则相位，欲禄则上卿，既受吾实，又责吾礼，无
乃难乎!’”这正是“宾”与“臣”截然二分，君礼宾而不礼臣。汉高祖 “慢而侮人，骂詈诸侯群臣如
骂奴耳，非有上下礼节也”(《史记·魏豹彭越列传》)。后欲废太子，留侯张良建议吕泽礼聘商山四皓:
“四人者年老矣，皆以为上慢侮人，故逃匿山中，义不为汉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
帛，令太子为书，卑辞安车，因使辩士固请，宜来。来，以为客。”(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)商山四皓因
为为臣绝无礼节可言，所以“义不为汉臣”，但是卑辞厚礼请以为宾客，便欣然而至。反之，楚元王少
与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受《诗》于浮丘伯，为楚王后以穆生为中大夫，敬礼有加。“穆生不耆酒，元王
每置酒，常为穆生设醴。及王戊即位，常设，后忘设焉。穆生退曰: ‘可以逝矣!醴酒不设，王之意
怠，不去，楚人将钳我于市。’”遂谢病去。申公、白生独留。后二人以谏王，被 “胥糜之，衣之赭衣，
使杵臼雅舂于市”(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)。元王所行正是 《鹿鸣》以宾礼待臣之古礼，此礼一废，穆生
便不愿居无礼之臣位受辱，弃官而去，申公、白生不以小失礼为意，卒受大辱。郑玄释 《鹿鸣》以
“臣”不得为“宾”，正是取消 “臣”的尊位与礼敬。首先，郑玄以嘉宾为 “四方之宾”，并非周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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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周臣招呼，参加文王之燕。因此，筵席之上，臣非宾，宾非臣，乃是两批人，泾渭分明。这实质上取
消了毛传以群臣为嘉宾的经解，明确臣不能为宾。于是毛传经义的群臣诸贤治国，而君为虚君，便在经
文中没了着落。其次，第一章 “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”，郑笺云:“人有以德善我者，我则置之于周之
列位。言己维贤是用。”如此，此四方之贤人未臣之时为宾，待置之周之列位之后，则为臣而非宾矣。
由此可知，郑玄的经义是在国家制度中，只允许存在君臣之分，绝不容有非臣之宾师，乃是一绝对的君
尊臣卑观念。此正法家之 “尊主卑臣”(《史记·论六家要旨》)之论，而现在经由郑玄的无痕妙手，
得以颠覆旧经义，重构新经义。
不宁唯是，《小序》云:“《鹿鸣》，燕群臣嘉宾也。既饮食之，又实币帛筐篚，以将其厚意，然后
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。”郑笺:“饮之而有币，酬币也。食之而有币，侑币也。”而恰恰于首尾之 “燕群
臣嘉宾”与“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”无注。但郑玄的经义建构，正在于此首尾两语的理解与毛传之歧
异。“群臣”与 “嘉宾”是一是二，本文已多次论及，此不赘述。值得一论者是 “忠”及 “忠臣”的
意义转变。《论语·学而》载曾子曰:“为人谋而不忠乎?”刘宝楠云:“《周语》:‘忠者，文之实也。’
杨倞《荀子·礼论》注:‘忠，诚也。’‘诚’‘实’义同，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。故臣之于君，有诚心
事之，亦谓之忠。”① 毛传所理解的“忠”与“忠臣”，正是这一古义。佐藤将之认为:“在《国语》和
中山王墓彝器铭文中的 ‘忠’和‘忠信’对国家社稷的生存而言，几乎是最高的价值。在 《左传》中
则系对于‘社稷’和‘公室利益’的忠诚。虽然在春秋时期到战国早期许多 ‘忠’和 ‘忠信’用例是
就‘君臣关系’而言的，其作者所要主张的重点，实在于宣扬国家社稷或对代表国家社稷之诸侯的忠
诚。因此，就算臣民对君主有贡献，但若此贡献只限于达成君主的私利，则 《国语》和 《左传》的作
者并不将之称为‘忠’。如此，此‘忠’的对象实际上并不针对君主本人而言，其究竟对象乃是超乎君
主的共同利益。”② 而《韩非子·忠孝》却严格区分了“贤臣”与“忠臣”:“若将‘贤臣’与 ‘忠臣’
混淆，甚至还允许‘贤臣’取代他的主上的话，便意味着这个王权已经消失。因此，《韩非子·忠孝》
的作者强调‘贤人’不一定能安定君权，反而有取代其君的可能性，他极力反对后来取代了君位的
‘贤臣’:帝舜、汤王、武王，更反对尊称其为 ‘忠臣’。”③正是在 《韩非子·忠孝》中，我们读到:
“故人臣毋称尧、舜之贤，毋誉汤、武之伐，毋言烈士之高，尽力守法，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。”韩非
子更不允许认为君主有错而加以劝谏:“诈说逆法，倍主强谏，臣不谓忠。”(《韩非子·有度》)而由
汉武帝时汲黯、公孙弘二人可以看到两类 “忠臣”的陵替。《史记·汲黯列传》载，汲黯 “亦以数直
谏，不得久居位。”汉武帝问庄助:“汲黯何如人哉?”庄助曰:“使黯任职居官，无以踰人。然至其辅
少主，守城深坚，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。”汉武帝曰: “然!古有社稷之臣，
至如黯，近之矣。”这种犯颜直谏的“社稷之臣”，正是毛传意义上的“忠臣”，完美地体现了早期“忠
臣”的内涵。相应地，武帝对待二人之态度与礼节也大为不同:“大将军侍中，上踞厕而视之。丞相弘燕
见，上或时不冠。至如黯见，上不冠不见也。上尝坐武帐中，黯前奏事，上不冠，望见黯，避帐中，使人
可其奏。其见礼敬如此。”《史记·平津侯列传》更记载，公孙弘“尝与公卿约议，至上前，皆倍其约以
顺上旨。汲黯庭诘弘曰:‘齐人多诈而无情实，始与臣等建此议，今皆倍之，不忠!’上问弘，弘谢曰:
‘夫知臣者以臣为忠，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。’上然弘言。”汲黯认为公孙弘不以社稷国家为重，只是一味
顺从君主，指责其“不忠”，这是遵循“忠”之古义。但公孙弘自认为“忠”，武帝也认同他“忠”，这乃
是以对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为“忠”，这是“忠”的新义。这一转变后的法家所界定的“忠臣”，也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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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玄对《小序》“忠臣尽心”的理解。由此可见，郑笺虽然与毛传都是据《小序》“燕群臣嘉宾”“忠臣
嘉宾得尽其心矣”之语阐释全诗，但是郑玄却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对 《小序》语义的理解，并由此改变了
《鹿鸣》一诗的语义与经义。
钱澄之《田间诗学》言:“周家以燕饮接其臣下，情深而文备。略君臣而讲宾主，上下一体，于是
以用其力，谁不为用!导之言，谁不言者!成周太平之治，由此其致也。后世君尊臣卑，分既悬绝，情
益阔疎，抗节敢言者少矣。虽召对顾问，为时无几，天威不测，岂能尽其所言乎?是故燕饮乞言，为周
家一代大政所在。 《鹿鸣》之冠 《小雅》，有以哉!”① 其所论虽周秦之变，由今观之，实亦毛、郑
之异。
结 语
近代以来，随着中国的国势日蹙，国人对于传统文化逐渐由信仰转向怀疑、批判、否定，以致呼吁
全盘西化。而经学由于被视为传统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，更被视为腐朽、落后、反动。周予同的宣示即
颇具代表性:“经是可以研究的，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;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，好像
医学者检查粪便，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;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，更其是青年的学生去崇
拜，好像教徒对于莫名其妙的 《圣经》一样。”② 但事实上，即便是从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角度
来说，将经学传统排斥在外，作为所谓糟粕抛弃，也使得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、伦理道德、政
治制度、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缺乏深入了解。以致我们在某一方面推进变革时却常常遭遇另一方面的干
扰，陷入“鬼撞墙”的局面。因此，近年来有学者倡言:“经学的生命力是否旺盛，端看是否有新体系
出现，易言之，须有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之作，才能维系经学的生命力，这方面还是有待努
力的。”③
作为经学的《诗经》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个传统，而对这个传统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。需知，传
统应该放回到传统当中来讲，而以政教论 《诗经》，至少有两千余年的思想历史。在西方传入的 “自
由”“解放”的思想观念下，把《诗经》当作爱情诗来读，是开不出新传统的。最后只会是西方的东西
进不去，中国的东西出不来。
更应当注意的是，继承传统必须配以足够高的原创力才能进步。越是对传统缺乏理解力的，便越是
喜欢通过抛弃传统以推陈出新。最终的结果无非是继承者被继承，抛弃者被抛弃。因为不会有人去承接
那些肆意出新的产物。例如《老子》的王弼注与河上公注对 《老子》文本理解的差异其实是很小的，
远比汉人与宋人注本之间的差异小。而宋以后不断翻新的种种注解，无论其思想高度还是历史影响，也
都远远不足以望河、王之项背。
再回到《鹿鸣》传笺本身，我们可以说:毛传比郑笺其实更接近经文原意;就承接旧的文本框架来作
出新内容这一点来讲，毛公比郑玄作得好。可见，越是接近文本原意、原本的框架来构建自身的体系，才
越是承接了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，才越是高明，此正所谓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也才真正能够返本开新。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暨老子研究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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